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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几年颇受关注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野。当我们将视域投向海外，投

向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各民族移民所呈现的落地生根的“本土化”过程及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坚守，以及因为人群流动、交

融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事实，使我们对于文化体系的复杂交叉性特征看得更加清晰，这也要求“海外

民族志”研究更加立体化及多层次，以此发挥民族学人类学在跨文化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

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与现实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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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overseas ethnographic research,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has further expanded
the disciplinary horizon of Chinese ethnographic anthropology. When we cast our sights overseas, invested in ethnic
minority overseas Chinese,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and adherence to traditional culture presented by immigrants of all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the objective fact that "you have me, I have you" because of the flow and blending of people,
makes us see more clearly the complex and intersecting features of cultural systems. This also requires more
three-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research on "overseas ethnography",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disciplinary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concerns of ethnographic anthropology in the fields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e Belt, One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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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有关“海外民族志”的讨论颇为热烈。
笔者之所以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放在“海外

民族志”话题中，一是缘于多年从事少数民族华

侨华人研究的经历，二者恰恰在“海外”这个点

上相聚合；二是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视角看，海

外民族志，这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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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特点密切相关。包括

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入海外“田野”从事各民族华

侨华人的研究，本身也脱离不开中国民族学人类

学学科发展的客观条件、学科视野及现实需要。
一、“海外民族志”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

学科发展

“海外民族志”这一概念之所以具有中国特

色，是因为缘自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是以描述

“他者”“异域”为对象而产生的学问。正如费孝

通先生所言：“人类学原本是本世纪(20世纪)初
年白种人到他们的殖民地(非西方的文化环境)去
研究那里的部落人的生活的一门学科”[1]。相较于

西方传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主要研究“自我”，
既包括“汉人社会”，也包括“少数民族”。虽然

在20 世纪上半叶，就有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研

究，如李安宅对祖尼人的研究(1937 年)、费孝通

对美国人的研究(1945 年)等，但受制于当时的时

代背景，以及该学科在中国发展初期的客观条件、
现实需要，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还是立足国内，

重视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应用。“在学科建立

之初，先有清末民初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需要，

后有抗日战争救亡图存、保卫和建设边疆的目标。
于是，学者们更多把学科看成一种服务社会的实

用的工具，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领域”[2]。第一

代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多留学西方，抱有

学术救国之志，将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应用

到中国社会实际研究中。特别是伴随着外敌入侵

而引发的边疆危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更多关注

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并由此形成延续至今

的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学在民族识

别、少数民族历史调查等工作中大显身手，得到

了国家框架内的资金、制度等方面的支持，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自身也

出现了大的转型，其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民族

学”的同时，全面接受苏维埃民族学派。至于海

外研究，虽然深受苏联民族学影响的中国民族学

也非常重视“世界民族研究”，但由于各种条件的

限制，中国民族学的海外研究主要倚重于文献资

料、译介，少有实地调研。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积

极开展并逐渐形成规模与我国改革开放、综合国

力增强、国际社会全球化进程加快密切相关。早

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林耀华、
金天明两位教授就在《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

族学的对象和任务》一文中强调，“开展对世界

民族的研究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对世界

民族的研究，我们应该不失时机，根据现有的人

力和条件按轻重缓急，逐步展开。例如，在我国

国境附近的一些民族，可以先进行，继而亚、非、
拉各民族，逐渐扩及对全世界各洲各民族的研

究。”[3]但“海外民族志”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

及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真正走出国门并进行扎

实的海外田野工作，则是到了20世纪末期。1998
年，王铭铭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海外民族

志”课程，并在研究中提出所谓中国人类学研究

领域的“三圈说”，即“核心圈”的中国农民社

会；“中间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外圈”
的中国疆域以外的社会。他指出在过去一个世纪

里，中国人类学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他者的

眼光”并没有打开，强调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

野”[4]。20世纪末期始，高丙中已经开始考虑并着

手启动符合学科规范的海外民族志研究计划，并

派遣学生到蒙古、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澳大

利亚、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

家开展田野工作，指导学生完成了30多项的海外

民族志研究工作，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部分专著成果已收入“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

系”丛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高丙中

从人类学学科视角讨论海外民族志的重要性，指

出“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是一个从学科规范的

角度来做的事情。只有规范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学

术产出，才能更多地在社会科学里面发挥人类学

学科的作用，也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发挥人类学知

识群体的作用，也才能够让‘中国人类学’在世

界人类学中有一个新机会。”[5]

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的海外民族志经历了从点

到面、从学者个人的研究到组织学术团队，甚至

成为某些单位的重要研究方向，如云南大学西南

边疆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

研究中心等，均在海外民族志研究中有所作为并

有大量成果发表。如今，“海外民族志”已经成

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关注度较高的

研究领域，说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经过100余年的

发展，顺应时代的进程，以及学者对于学科建设

的省思，其学术视野特别是学术田野出现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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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而内”向“由内而外”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

拓宽了学科研究对象的范围，更好地融入国际学

术体系中，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综

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已经有条件走

出去，“正在成为强大、独立和自信的知识生产

主体”[6]。
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海外民族志研究

虽然海外民族志强调“他者”研究对于中国

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意义，但主要针对的是地域

上的“异域”(海外)，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移居

海外的“海外华人”自然涵盖在“海外民族志”
的研究框架中。

事实上，对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来讲，海外

华人研究也有传统的延续。早在20世纪40年代，

著名人类学家田汝康在英国伦敦留学期间，曾到

砂捞越研究华人社会，并于1953年出版《沙捞越

华人社会结构研究报告》一书，成为华人人类学

家研究海外华人的经典民族志著作。特别是港台

民族学人类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比较重视海外华人

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自1962
年起，开始从事华侨社会研究。自此之后，该所

“始终以华侨社会研究为研究的重点之一” [7]。
1999 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

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了“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2002年3月，在该中心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中国

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
具体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民族学人类

学对其也有关注，但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民族

学所做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往往被归于

“跨界(国、境)民族”研究的范围。早期提出“少

数民族华侨华人”“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学者，

如向大有、李安山、赵和曼等则多是从海外华人

研究视角关注这个问题。“跨界民族”“跨国民

族”或“跨境民族”这样的概念，虽然措辞略有

不同，但都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预设前提来界

定那些因国家划界而产生的在政治上归属不同国

家的相关人群。“跨界(国、境)而居”的同一民

族，由于其各自所在国的历史进程、政治与文化

的差异，其族群文化与认同也会导向不同的方向。
虽然部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跨界(国、
境)民族”会有重合，但并不适合纳入与之相关的

问题中去讨论。首先，“跨界(国、境)民族”的

“跨界(国、境)而居”的现象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

成及其边界的划定紧密关联，有着自然地理或政

治等因素参与其中。其次，“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是一种移民类型，虽然旧时也有因为天灾人祸被

迫迁移的原因，但主观、主动因素往往发挥重要

作用，他们是“从中国迁移出去的少数民族”。进

而言之，在界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时，不宜

不加讨论地使用“跨界(国、境)民族”概念，而

是应该将那些以往被归类于“跨界(国、境)民族”
范畴之下的中国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后裔重新纳入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讨论之中。这一方面是因

为在学术层面海外华人研究的影响更大，将少数

民族华侨华人纳入其中，不仅能够增加其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更好地诠释“华人”所具有

的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体”属性，以此彰显中

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丰富内涵及对于人类文明

发展的价值[8]。
由此，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撰写，不

能只是“将每个民族作为单体来研究，而忘记了

民族之间形成的关系体”[9]，特别是要看到每个民

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所具有的共通性的一面，以

及与中国社会的关联。正如赵和曼所言：“新中

国成立之前，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根本原因是国内

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为了寻找生计，为了政

治避难，人数众多的中国人飘洋过海或翻山越岭，

来到异国他乡定居而成为华侨。以上根本原因，

少数民族华侨与汉族华侨是共同的”[10]。按照著

名海外华人研究学者王赓武的观点，近现代海外

华人移民类型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华商型、华

工型、华侨型及华裔或再移民型[11]。在少数民族

移民类型中，以上这四种类型都是存在的。历史

上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因劳工输出而定居国外。
据《新疆通志·侨务志》记录，1928—1930年间，

苏联修筑土西铁路时招募了大量华工，其中包括

一些维吾尔人[12]。广西、云南边境的一些少数民

族分别去越南、缅甸开采矿场，其中有些人后来

留居国外。包括在中国海外华人最集中的东南亚

地区，在历次华人移民过程中，也有来自云南、
福建、广东的回族移民，他们和汉族一样，也是

因“经济因素”移民国外。如从福建惠安的百奇

移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郭姓回民有130多户、600
多人[13]。钱江通过介绍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

《井里汶纪年》这两部源自早期爪哇华人档案的相

关记载，得以从一个以往为学术界所忽视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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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明朝初年郑和及其船队在印尼群岛的活动情

况，以及不为朝廷正史所记载的有关早期爪哇穆

斯林华人的历史。他写道：“以往国内学者在研

究印尼华侨史时，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福建

漳泉人和广东潮汕人并非唯一的最早在印尼定居

的华人方言群体。实际上，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

程中，来自云南的中国穆斯林曾大批地经由中南

半岛进入印尼群岛。他们在印尼尤其是在爪哇岛

华人中的统治地位曾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

淡目王国衰亡前夕，以闽南方言群体为主的非穆

斯林的中国移民(包括福建的漳泉人与广东的潮汕

人)才在爪哇等地的华人侨居社区中逐渐重新占居

主导地位。”[14]廖大珂在《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穆斯

林》一文中也强调：“当年华人中穆斯林不在少

数，他们对东南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伊斯兰

教的传播都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5]

相比较而言，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有以下几个

特点：一是多定居在中国周边国家，与所移居地

区带有某种历史或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历史上少

数民族华侨华人移居过程多取陆路，东南亚、中

亚地区是其居住最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移民的

一个重要特点是选择移居地时往往注重文化上的

联系，如中亚与东南亚一些民族与我国西北和西

南诸多少数民族之间共享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要

素。这些文化要素包括语言、宗教与生活习俗等

诸多方面；二是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如历史上

苗族从中国西南地区向东南亚迁徙中许多是在大

家族的引导下进行的，他们在老挝等国家生活中

也形成许多苗寨，这种特点的形成也与中国少数

民族传统聚居方式分不开。相比较而言，少数民

族华侨华人多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因此形成

了不少“民族村”，这一现象与遍及世界各地的

“唐人街”相对应，值得研究；三是少数民族华侨

华人在适应、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保持着民族传

统文化。与移出地的同一民族文化相比，少数民

族华侨华人的文化在吸纳了移居地文化的过程中

变得更加丰富、多姿，但环境的变化并没有使其

丢掉文化深层中的传统文化精髓，相反他们始终

将固守、传承民族文化作为维护民族凝聚力的根

源所在。如移居老挝的苗族人、瑶族人，在承认

自己为“老挝人”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民族身份

保持了高度的自豪，并通过家庭、家族、宗族等

内部社会单元和组织形式将其传统保留、传承，

由此强化着其祖先来自中国的历史记忆和他们对

中国境内同一民族群体文化的认同。
以上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基本特点”的总

结有一定代表性，但由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多

样性、关联的密切性以及时间长度、空间跨度等

因素的影响，很难对其特点做归纳性总结。如少

数民族华侨华人在生活方式上“聚族而居”的特

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
工业化和社会专业化分工对其影响都很大，交通

的便利及个体的自由流动将过去各民族彼此相对

隔离的状态打破。包括伴随着“再移民”现象，

许多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移居其他国家特别是欧美

地区，其生计方式、分布特点都会发生改变。所

以随时空变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之间表现出更

加明显的区域性差异。正因为如此，撰写少数民

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要考虑以下几个背景：一

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即要对少数民族华侨华

人移民的原因、对历史故国的认同以及与中华民

族文化的密切关联有所认识；二是移居国的背景。
不能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只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

社会的延伸，而要从人类学区域研究的脉络里来

进行探讨，旨在说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并不是孤

立的存在，一定与当地的社会文化融合才能存在；

三是全球化的背景。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

观进程，而移民作为全球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它

改变了世界民族的分布，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

融合，当然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冲突。所以要深

入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必须将其放在全

球化过程中，放在国际移民背景下进行考察，才

能对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
以上三个“背景”，对少数民族华侨华人民族

志写作中田野地点的选择提出更高要求。民族志

作为一种文化的书写过程，注重文化的整体性，

也强调文化比较的价值。所以少数民族华侨华人

民族志研究的田野点选择时，既要考虑境外不同

国家同一民族之间的比较研究(如中亚、中东、东

南亚的回族华侨华人)、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

比较研究，此外在同一国家、地区所进行的调研

还要考虑城乡、聚居、散居等因素。我们曾经在

哈萨克斯坦做过当地东干人等的比较研究。受社

会环境的影响，移民中亚的几个少数民族群体，

其生存状况呈现的差异性与该国的政策、民族构

成等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对其纵向历史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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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比较中，中亚地区的社会变革，包括苏联解

体、中亚五个共和国的建立等因素对移民中亚的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机会及

生计方式等均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历史

上是外来人，地理上是边疆人，数量上是少数人，

政治上是边缘人的移民群体，如何有效争取生存

资源并获得生存空间对于当地东干人等华侨华人

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相比较而言，中国哈萨克

族新移民在哈萨克斯坦具有了天然的优势和资本。
然而由于语言、资源竞争特别是其“后来者”的

标签，使得哈萨克族“新移民”通常很难融入当

地社会，更难以跻身哈萨克斯坦的权力机构和决

策部门。加之哈萨克斯坦社会上失业问题较为严

重，移民会受到当地人的排挤，一些已迁移来哈

的中国哈萨克族人由于生活困难及适应上的问题，

又返迁回中国原居住地。
所以说，由于移民是个动态的概念，它涉及

的时间长度和空间跨度都很大，且与国际、国别

政治文化因素联系密切，所以想通过一个国家、
地区展现不同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全貌既不可能，

也不符合文化的适应、整合及变迁的特点。所以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研究，存在“点”和

“面”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是否具有价

值就在于能否以“点”概“面”。田野点的选择，

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包括多点民族志的比较方

法，对于理解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文化变迁与社

会文化适应的动态性提供更为全面的视野。此外

民族志着重于同时限的长期田野调查研究，其所

获得的资料虽然深入、详尽，但也存在缺乏时间

深度的缺点，所以如何实现空间的“宽度”与时

间的“长(深)度”的结合，也是少数民族华侨华

人民族志研究应该注意的。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要去国外做调研，

所以研究也要反映当地视角，包括当地研究的成

果。如中亚东干人是一个回族移民群体，我国学

者将其语言作为中国西北方言来看待，但东干学

者坚决认为这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东干人使用的

汉语，其中夹杂着许多俄语、突厥语族语言的借

词，有苏联时期政府帮助他们创制的文字，有相

对成熟的语法、正字法，并由此产生了东干人自

己的报纸、广播及学校，东干知识分子通过这些

媒体及教育机构传达所在国的价值观，引导、建

构着东干人的文化、国家认同。如今东干人的语

言与西北回族相比，其差异性显而易见，虽然东

干人保持着对于历史故国———中国的深厚情感及

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坚守，但东干文化与回族

文化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三、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意义与现

实关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做好重点国家和地

区、国际组织、海外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群体等的

工作。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首次在中央民族工作

会议上使用“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这一概念，它

标志着这一概念被纳入到了国家关于民族工作与

海外华侨华人的分类体系之中。所以在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之下加

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

现实意义。
当前有关海外民族志的讨论、调研主要还是

停留在学科视角的思考，对于国家现实需要的关

切还体现得不是特别充分。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

理论建设方面讲，海外民族志的重要关注点如人

群迁徙、文化流动、本土化、族际关系及认同等，

涵盖了该学科研究的核心内容。具体到少数民族

华侨华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祖源中国，

他们自身所承载的文化各具特色，但都属于中华

文化的组成部分。迁移和本土化进一步导致了其

文化的再造，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文化的态度及观

念的变化，并由此延伸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认

同问题。认同包括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

同。对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而言，他们会从不同

方面表述其认同，这种表述不仅基于其自身的生

活经验，更与其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与历

史故国———中国的关系息息相关。通过少数民族

华侨华人研究，可以分析中华文化传统在其他文

化环境中的适应性变化过程，从而可以从更广阔

的角度讨论文化的交往、交流及交融问题。由于

文化的边界是流动的，以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
变迁的内在机制，所以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会有

冲突，但其“相处之道”首先是交融共生，这是

融入世界各地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对于“人

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所在。从另一角度看，

民族学人类学注重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关注人

群、人性及其群体的文化变迁、适应及对外交流

的研究内容，注重文化比较并从中总结规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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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以求人类文化互相借鉴、互相欣赏、互相学习

的学术理念等，都使这一学科在少数民族华侨华

人研究方面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讨论话题。而少

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研究，对于从理论上解

释民族学人类学涵化、本土化及文化认同等理论

问题、难题，将提供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广阔的视

野。
然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海外转向，不仅

仅是为了符合“学理回归”的需求，更是一种现

实关切，后者恰恰反映民族学人类学服务社会现

实的学科取向。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

海外殖民的需要密切相关，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

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

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

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

文化基础[16]。事实上海外民族志也应该是民族学

人类学“应用性”的体现。特别是当今社会的开

放与发展，使得民族、国家间的来往更加频繁，

彼此了解、理解非常重要，而民族学人类学通过

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民族志知识可以增强国人对世

界文化的了解，为国际交流提供知识储备，为发

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有学者强调，中国

的海外文化调查及学术研究现状尚落后于中国整

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海外文化研究任重而

道远，肩负着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等重任，应从国

家发展层面上高度重视[17]。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为民族学人类学的海外研究激

发了新的活力，推动学界要将中国放在世界这个

大框架中去思考。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应的研究储

备。这种储备涉及历史问题、地区问题、环境问

题，但更多是文化乃至价值观的问题。面对一个

多样性的环境，我们要在“民心相通”的基础上

主张构建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要去了解、学

习并理解文化如何共生共荣。
具体到少数民族华侨华人，随着中国与周边

国家之间在经济、贸易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更加密

切，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越来越多地在其居住国与

中国之间扮演着经济、文化上“中间人”的角色。
他们行走于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中国的发展对

于他们无论从物质利益上讲，还是从社会地位来

讲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特别关注中国的发展，

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也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

及参与中国建设的愿望。特别是在今天中国提出

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以其

自身的文化优势帮助实现“一带一路”核心区的

精准对接，在发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重要桥梁作用。所以少数

民族华侨华人的民族志，要体现这种作用和贡献，

这既可以增强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自豪感及对于

历史故国的认同，增加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同时

也体现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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